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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１９３３ 年自希特勒上台开始， 纳粹德国利用欧洲社会反犹思潮， 针对犹太人实施了一系列排犹

政策， 包括没收财产、 限制人身自由、 驱逐出境等。 约 ５０ 万纳粹统治区的犹太难民在这一时期被迫流亡

海外。 由于中国上海当时无须入境签证、 财产担保和工作证明， 对世界各国难民自由开放， 因此成为特殊

历史背景下的这场洲际大迁移中， 对犹太难民 “零门槛” 的避难地区。 至二战结束前， 共计约 ３ 万犹太人

从纳粹统治区逃至上海， 开启流亡生活。 二战结束后， 几乎所有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都迁离上海， 定居美

国、 英国、 澳大利亚及以色列等国家。 文章通过与流亡美国的犹太难民群体做比较分析， 总结出因 ２０ 世

纪三四十年代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总体呈现出流亡人数相对较少、 精英比例不高、 本土化程度低、 战后定

居意愿弱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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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犹太难民流亡上海的政治背景

自 １９３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希特勒上台开始， 到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纳粹德国通过订立一系列的反犹政策和法

律条例， 逐渐剥夺犹太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 之后又进一步限制犹太人的人身自由和职业选择。 １９３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纽伦堡法律的颁布， 标志着纳粹德国的反犹行动变得更加严厉， 纳粹大规模地将犹太人

驱逐出境， 也承诺如犹太人自行离开德国， 便放其一条生路。 因而在纳粹统治地区看不到生存与发展

希望的数百万犹太人被迫走上了海外流亡之路， 成为国际难民。

然而， 纳粹对犹太民族的迫害远没有结束。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至 １０ 日凌晨， 在纳粹党人的怂恿和操

纵下， 德国各地的希特勒青年团、 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化装成平民走上街头， 肆意破坏、 抢劫犹太人的

住宅、 商店、 教堂。 这一夜给犹太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 约 ２６７ 间犹太教堂、 超过 ７０００ 间犹太

商店、 ２９ 间百货公司遭到纵火或损毁。 奥地利也有 ９４ 间犹太教堂遭到破坏。 这起残酷的、 震惊世界的

“水晶之夜” 事件， 标志着纳粹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从限制人身自由， 升级到肉体的消灭摧残， 也是以

希特勒为首的德国纳粹政府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 在德国的犹太人可能随时随地被纳粹不明

缘由地逮捕， 装上卡车送往集中营， 押进毒气室， 被残忍杀害。［１］

纵观当时的世界背景， 面对愈演愈烈的犹太人难民潮， 欧洲其他国家并没有及时有效地伸出援手

相助。 “水晶之夜” 后， 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并没有正式承认犹太民族的生死存亡、 命悬一线的处

境， 没有阻止纳粹德国疯狂的反人道行为， 而是选择了沉默和忽略。 同处欧洲， 在地缘上较近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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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国各自穷于应付德国军事扩张带来的冲击和威胁， 也不愿向纳粹统治地区的犹太难民群体伸出

援手。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英国发表限制犹太移民的白皮书 （政府官方文件的泛称）， 禁止犹太难民流入国内。

波兰、 罗马尼亚、 巴勒斯坦等国家也没有犹太人的容身之地。 法国、 西班牙、 德国、 奥地利等国的犹

太人开始另谋出路， 纷纷把目光转向东方国家， 其中， 上海成为战火纷飞世界中的一根救命稻草。［１］ 就

在全世界 ３０ 多个国家拒绝接受犹太难民的时候， 上海是当时世界上难得的也是唯一一个对外国人完全

自由开放的大都市。 对犹太民族的全盘接纳其实并非当时中国政府的决定， 也并未受西方列强的逼迫，

而是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使然。

　 　 上海在 １８４２ 年 《南京条约》 签订后， 作为中国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而对全世界开放。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７

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上海作为特殊的港口码头， 拥有号称 “国中之国” 的租界区。 租界不仅成为

西方列强盘踞的地点， 也变相成为融汇各国难民的避难所。 上海的租界在日军的包围下成为一座孤岛，

因为日本侵略者的大量入侵， 中国政府被迫在上海地区失守， 无法行使任何职权。

１９３７ 年至 １９３９ 年， 外国人进入上海不仅不需要入境签证， 而且无须提供任何形式的经济担保， 甚

至不需要事先觅得工作并出具警方提供的品行证明。 这些有利的客观条件无疑为逃离欧洲的大量犹太

难民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２］而上海这座城市对于犹太群体来说并不陌生， 上海对世界开放之初， 富有

经商头脑的一批犹太人已率先来到上海并建立起一些犹太社区。 这部分犹太人与清政府及后来的国民

政府往来密切， 且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中国政府对抗日本法西斯的援助。 可以说， 犹太民族与中国民

族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 这为之后大量犹太难民的涌入及他们后来在上海生活时受到中国政府、 工商

界人士、 普通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救助奠定了历史基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时任中国政府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 不顾中国驻德

大使陈介的反对， 冒着风险为犹太难民搭载前往上海的 “诺亚方舟” 提供了最大便利。 他深知这些犹

太难民不会永久定居中国， 却仍发放签证给他们， 供犹太难民逃离纳粹统治区。 直至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何凤

山回国， 他共为犹太难民盖章签发了 ２０００ 余份签证。 被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认定为 “国际义士” 的何

凤山代表中国人民，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帮助了命运多舛、 颠沛流离的犹太民族， 救下了一个又

一个流亡的生命。 纳粹在二战期间残杀了约 ６００ 万犹太人， 但逃亡上海的这批难民几乎都存活了下来。

二、 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群体的成分与本土化分析

（一） 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的组成和聚居区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 在上海的犹太人主要由赛法迪犹太人、 俄罗斯犹太人以及二战前至二战时流

亡的德国、 奥地利、 波兰犹太人构成。 早在 １９ 世纪中叶， 赛法迪犹太人 （ Ｓｅｐａｒｄｉｃ Ｊｅｗｓ） 就纷纷从印

度、 巴格达等地来到上海经商。 这批犹太人大多以英、 美籍为主， 少数是伊拉克籍和职业发展较好的

无国籍人士。 这些地区当时都在英国的统治之下， 这一批犹太人是最早来到上海定居的。 凭借犹太人

天生出众的商业嗅觉和经济头脑， 其中的一批人逐渐发展成为富商， 出现了一些赫赫有名的家族， 比

如哈同家族、 沙逊家族和嘉道理家族。 这些犹太家族的商业贸易活动对当时的上海乃至中国的经济发

展都有着一定作用。

到 ２０ 世纪初， 大批的俄罗斯犹太人为了躲避沙皇的暴行和之后的十月革命， 也陆续移居到中国东

北的哈尔滨等地， 其中有一部分人南下到上海谋生。 到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这一批人的数量已经达到约

４０００ 人。［３］其余的一部分犹太难民就是本文主要探讨的自 １９３３ 年希特勒在纳粹统治地区实行反犹、 灭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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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的政策后， 逃离家乡故土， 前往上海避难的犹太群体。

据不完全统计， 自 １９３３ 年至 １９４１ 年， 犹太难民涌向上海的总人数为 ２􀆰 ５ 万人左右。① １９４０ 年， 流

入上海的犹太难民日益增多， 日本操纵下的汪伪政府开始限制犹太难民来到上海。 同年， 英国、 法国

对德国宣战， 从意大利坐船逃亡上海的海上路线被切断。 之后逃亡到上海的欧洲犹太人开始减少。 不

过有一批来自波兰的犹太难民坐火车， 从西伯利亚逃亡到当时的伪满洲国和日本， 但日本没有收留，

这批人后来也逃亡到了上海， 其总数 １０００ 余人。［３］

在全面抗战爆发及国家内乱的时局下， 上海政府在一船又一船的犹太难民持续涌入后， 成立了难

民收容所， 租界和教会及原本就在上海居住的犹太群体也积极从事难民的收容工作。 在上海的犹太人，

除了赛法迪犹太人大多数居住在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外， 从欧洲成功逃亡到上海、 当时

几乎是身无分文的犹太难民们基本集中居住在虹口提篮桥一带的舟山路、 霍山路和长阳路。 因为上海

虹口区一带的房租低廉， 食物价格也便宜， 是乞丐及城市底层居民的聚集地。 这一地带大约聚集生活

了 １００００ 多的犹太人群体。［３］

背井离乡、 贫困无业的犹太难民不可避免地面临几个问题： 流亡到上海后居住在何处？ 每天的食物

来源如何解决？ 怎么求职谋生？ 毕竟， 之前身居欧洲的犹太民族即使普遍积累了一定的财产， 也多数

被纳粹没收充公。 流亡上海的寄居生活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次从有产阶级返贫后白手起家、 重启全新

职业生涯的经历。

幸运的是， 早先已移居上海的一批犹太富商， 如沙逊等人对同胞伸出了援手。 他们在虹口区建造了

一批食堂， 将学校改造成临时宿舍， 提供给犹太难民们， 暂时缓解了犹太难民的食宿问题。［４］ 随着流亡

上海的犹太群体的日益增多， 更多的犹太组织开始参加救助活动。 比如， 美国犹太人援助组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ｅｗｉｓｈ Ｊｏｉ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简称 ＪＤＣ） 建立了大量的难民所、 流动医院和食堂， 逐渐成为移居上

海的犹太人最信任和依赖的救助团体。 犹太人难民收容所每日提供 ８０００ 至 １００００ 份的救济食物， 当时

大概有 ３０００ 多人一直靠美国犹太人援助组织的救济生活。［５］

（二） 犹太难民的职业及代表人物

当时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群体中， 不乏来自各行各业的技术或理论人才， 相当一部分难民是医学、

法律、 艺术、 工程等领域的知识精英。 另外还有不少人是掌握一门技术或手艺的专业人才， 在经商、

服装缝纫、 西点面点制作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当时的难民中有大批医护人员， 仅内科医生就有 ２００ 人。 他们在 １９３８ 年末， 在难民营中建立了一

个诊疗所， 又在第二年建立了第一所难民医院， 有 ６０ 个床位。 难民当中还有教师， 他们后来成为当时

两所接收犹太难民子女的学校的骨干。 他们当中还有记者和编辑， 并创办了多份德文报纸和杂志。［６］

流亡上海的犹太知识分子中最著名的当属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维纳·迈克尔·布鲁门塔尔。

他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 在纳粹统治最残酷猖獗的时期， 他的家庭财产被全部没收， 父亲被

关进集中营两个月。 １９３９ 年， 他们一家几经磨难， 流亡到了上海。 幸存的布鲁门塔尔在 １９４７ 年前往美

国学习经济学， １９６７ 年成为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部长。 １９９７ 年， 他成为柏林犹太博物馆的馆长。 布鲁门

塔尔曾多次到上海进行 “寻根之旅”， 找寻自己在上海虹口区提篮桥犹太难民集聚区生活了 ９ 年的记

忆。 “上海是世界上唯一愿意接纳我们的地方”， 布鲁门塔尔回忆说。［７］ 他对流亡上海的生活还历历在

目， 甚至仍没有忘记 ７０ 年前学会的上海方言。 布鲁门塔尔说， 他在 １９３９ 年随着父母和姐姐赴上海避

９３

① 参见潘光著作 《来华犹太难民研究 （１９３３—１９４５）： 史述、 理论与模式》，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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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曾经一度以送面包为生。 他回忆， 当年许多人挤在逼仄的小房间内， 夏天的上海极热， 蚊蝇滋生，

冬天则是湿冷到令人瑟瑟发抖。 但他说， 自己在上海看到了人们在艰难困苦中， 凭借爱、 家庭、 品行、

勇气和坚韧不拔， 仍能实现许多成就。

同样著名的还有雅各布·罗森菲尔德博士。 他是一名奥地利医生， 在上海租界开了诊所， 因为医术

高明而得以闻名。 在上海生活期间， 罗森菲尔德和记者汉斯·希伯相识。 １９４１ 年， 他在希伯的影响下

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 成为第一个加入新四军的国际友人。 １９４２ 年， 罗森菲尔德又经介绍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他医术高明， 曾经救治过包括罗荣桓、 方毅、 曾炳华在内的多名中共高级将领。 罗森

菲尔德在抗战胜利后被派往哈尔滨工作了 ３ 年。 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返回奥地利。

美国流行艺术家彼得·麦克斯也在上海度过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段岁月， 逃脱了纳粹的迫害。 麦克

斯出生于德国柏林， 年幼时便跟随家人逃亡到上海， 在上海虹口区度过了童年， 抗战胜利后又随家人

前往以色列。 １９５３ 年， 麦克斯随着家人移民美国。 麦克斯的作品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与 ７０ 年代早期， 对

美国的广告设计界及包装设计界有着深远影响。

在上海开启了新生活的犹太人， 积极勤劳地开始工作， 善良的中国人民对这一苦难的群体也颇为

照顾。 虽然在当时的上海， 本地市民也饱受战争的摧残和戕害， 城市的大街上有冻死的、 饿死的尸体

是相当常见的现象。 城市中的下层人士很多靠着做苦力， 当挑夫、 人力车夫等勉强维持生计。 本地市

民和犹太难民同受战争摧残， 却惺惺相惜， 互相帮助。 据犹太人回忆， 中国人民在不富裕的情况下，

会帮助犹太难民找到住所安置， 帮忙找工作， 为他们的生活提供各种帮助， 包括帮忙照顾小孩， 借生

活用品， 中国店铺也会时不时允许犹太难民赊账， 邻居间也会互相赠送小礼物。

（三） 犹太难民的上海生活

据经历当时生活的犹太难民回忆， 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即使狼狈逃往上海后， 也依然保持体面， 维

持着讲究社交礼仪的原则。 即使为了生存而颠沛流离， 依然会在举止和穿着上， 尽量保持与在欧洲正

常生活时一样的端庄、 优雅。 流亡上海的中产阶级出身的犹太难民学会了在苦难中也保持一定的生活

品质。 男人们外出依然西装笔挺， 女人们也没有放弃有格调的套装和高跟鞋。 即使在没有公共卫生间，

需要用木质马桶的狭小污秽的居住环境中， 犹太人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敬畏和热爱。 “虽然我们一家人

并未住在条件很差的难民所， 但那时上海虹口区的整体生活条件较差， 水一定要烧开才能喝， 瘟疫爆

发的风险长期存在”， 一位犹太人这样回忆。 在他们的记忆里， “虹口区的弄堂总是弥漫着马桶的臭味，

夏天偶然的一场大雨后， 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属于上海的潮湿也几乎将人吞没” ［４］ 。

犹太人在生活安定下来之后开始思索谋生的手段， 有经商天赋的犹太群体到了上海这个 “东方夜

巴黎” 之后得以施展才华。 不少犹太难民在提篮桥附近开办了咖啡馆、 餐厅、 杂货铺、 药房和面包店

等作为营生方式。 女人们在家缝制毛衣、 帽子等售卖， 男人们除自己做小生意之外， 也有去中国商人

开的公司打工的。 在战争的硝烟下， 没有人可以预测流离失所的日子何时能结束。 经历过生死的犹太

人在消费上也比较谨慎， 除了生活最基本开销之外， 习惯于将剩余钱财妥善储存。

被日军占领后的虹口区在战火纷飞中日渐萧条， 犹太人的涌入和经营使得这个区域开始重拾往日

的喧闹。 德文成为平日常见的文字出现在这一区域， 奥地利式的露天咖啡馆、 餐厅成为街头巷尾的靓

丽风景线， 虹口区一带因此被称为 “小维也纳”。 虽然面对语言障碍、 极端的贫困、 蔓延的疾病和隔

离， 犹太难民在福利机构的支持下， 还是建立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社区。 犹太人的文化生活相当繁荣：

开设了学校， 出版了报纸， 在剧院上演戏剧， 运动队参加训练和比赛， 甚至餐馆中的歌舞表演也兴旺

起来。 犹太难民群体善于苦中作乐， 或许是一种对他们流亡上海的生活的最佳理解。［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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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在以自己的文化影响着上海的同时也受到了东方文化的熏陶。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喜欢吃中

餐， 对 “大饼油条” 等中式点心有深厚的感情。 不少人还会说一些上海话， 起了中国名字， 喜欢看中

国的戏剧， 甚至学了太极拳， 所有的这些都是上海犹太人的上海故乡情。［６］（２３２） 可惜好景不长， 就在犹

太人在上海的生活安定下来之后， 一开始对犹太人的进入持默许和鼓励态度的日本侵略者开始将魔爪

伸向这一饱受摧残的群体。 他们起初希望吸引犹太富商来上海， 聚集外国资本， 从这些富裕犹太人的

资金和财富及在世界金融体系的地位中受益。 然而 １９４１ 年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后，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

爆发， 在上海生活的犹太人的生存日益艰难， 日本侵略者将生活步上正轨的犹太人推入了更黑暗的深

渊。 日本人开始效仿德国， 将虹口区的 ２００００ 名犹太人赶进集中隔离区， 用通行证的方式来限制他们的

人身自由。 他们规定在隔离区内的犹太人必须将自己的窗户玻璃漆成黑色， 或者贴上黑色的窗纸， 夜

晚不能透出一丝光亮。 据犹太难民回忆称， 有犹太人帮助中国军队做炸药， 被日军发现后毒打至半死。

同时， 日本兵又抓走上海的英美籍犹太富商， 对他们施行严刑拷打、 敲诈勒索。 即使有侥幸逃脱或后

来被释放的富商， 也无力再支援犹太难民群体。 日本又禁止 ＪＤＣ 组织再从美国接收捐款来救助上海的

犹太难民， 这种种行为直接导致了犹太难民的流亡生活遭受重创。［４］

与德国成为盟友的日本， 在 １９４３ 年发布了 《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 主要针对德

国、 奥地利籍的犹太难民。 按照这一规定， 居住在苏州河以南的犹太难民需要贱卖家产、 店铺， 在规

定时间内迁入东起大连路， 西至兆丰路 （今高阳路）、 茂海路 （今海门路）、 邓脱路 （今丹徒路）， 南

至惠民路， 北至周家嘴路的约 ５ 平方公里的 ４０ 个街区范围内， 这一带被称为 “隔都”。 隔都内各种传

染病肆虐， 包括霍乱、 疟疾、 痢疾等。 这个隔离区主要通道用栅栏和路障封闭， 并由日本宪兵把守，

区内实施保甲制度， 进出全部使用通行证。 日本人挂名做管理社区的委员会的头领， 实际由犹太人自

己负责， 包括检查出入的通行证， 犹太男子都有义务担任 “保甲”。 这一隔离政策使虹口区内的犹太难

民激增至约 １７０００ 人。 这些人中， 来自德国、 奥地利、 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别占了约 ８０００ 人、

４０００ 人、 １２００ 人和 ２５０ 人。［３］

１９４３ 年至 １９４４ 年冬季， 是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记忆中最为严酷的寒冬。 受困于时局， 当时的各种

救助委员会均濒临破产。 供暖所需的煤炭严重匮缺， 日常的生活用品和电力都实行定额配给。 上海市

民的处境也相当悲惨， 且持续恶化。 最不乐观的是城市中犹太难民的处境， 至少有约 ６０００ 人处于饥饿

的死亡线上， 约 ９０００ 人没有固定居所。 尽管条件如此艰苦， 热心的中国民众还是为那些房屋已遭轰炸

的犹太难民带来了食物， 并且为隔离区提供了资金帮助。［７］

三、 与二战时流亡美国的犹太难民群体的比较分析

（一） 与上海全盘接纳犹太难民迥异的排斥性政策

从 １９３３ 年到 １９４５ 年， 纳粹德国的反犹、 灭犹政策使数百万犹太人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纳粹

统治地区的犹太民族纷纷向世界各地迁移。 十几万欧洲犹太难民迁移到了美国， 带来美国第四次犹太

移民潮， 其中许多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或领军人物， 这为美国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

的智力支撑。

不过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并没有对犹太难民全盘接收， 反而实行了排斥性的政策。 著名的例

子是在 １９３９ 年， 载满逃难的犹太人的 “圣路易斯” 号客轮在纽约港湾被拒绝上岸。 船只靠岸时， 已经

看到岸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人群的难民被美国移民局拒之门外， 无路可退， 只能原路返回，

但在返回欧洲的途中被德国潜艇击沉， 所有难民全军覆没， 无一人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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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针对犹太难民制定了严苛的移民限额制度， 这导致纳粹统治区的犹太难民中希望移民美国的

虽占了大多数， 却也只能望洋兴叹， 无力改变命运。 纵观二战期间， 国际社会反对移民和反对犹太族

群的情绪普遍高涨， 在这一背景下， 大部分美国民众反对政府放宽移民政策来接纳犹太难民。 美国媒

体对纳粹屠杀犹太民族的事实也大都选择视若无睹。 事实上， 在 １９４１ 年之前， 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出台

任何救助纳粹统治区的犹太难民政策。［８］

美国历史上有两次反对犹太人的高潮， 这是由于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因素共同作用导致

的矛盾激化和爆发。 在二战期间， 美国收容的部分犹太知识精英为其带来了极大的军事、 经济与文化

红利， 但美国总体接纳的犹太难民数量却远低于其可承受能力。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 并没有起到

维持世界秩序、 抗议及抵制纳粹残暴野蛮的反人类行径的作用， 实际上也没有把人道主义、 世界主义

的关怀带给饱受纳粹迫害的犹太难民群体。

（二） 流亡美国的犹太知识精英数量最为庞大

１９３３—１９４５ 年， 包括原德国、 奥地利、 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整个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里， 共有 ５０

万犹太难民被迫流亡海外， 其中包括 １２０００ 名文化知识精英。 而这 ５０ 万人中， 有 １３ 万人选择逃亡

美国。

１９３３—１９４１ 年， 美国仅来自德国、 奥地利两国的犹太难民就达 １０４０９８ 人， 他们当中的 ７􀆰 ３％， 即

７６２２ 人属于知识难民， 其中有 １０９０ 名科学家、 ８１１ 名律师、 ２３５２ 名医生、 ６８２ 名记者、 ６４５ 名工程师、

４６５ 名音乐家、 ２９６ 名造型艺术家、 １２８１ 名作家和其他文化艺术工作者。 这意味着从德国、 奥地利两国

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遭到驱逐的文化精英中， 约有 ６３􀆰 ５％被美国所接受。［８］

美国的高校体制对流亡的犹太精英们来说是相对友好的， 因为它正处于不断扩张的过程中。 “在

１８９９—１９００ 年， 美国总人口为 ７５９９􀆰 ４ 万， 只有 ２３７５９２ 名大学生， 总共占 １８—２２ 岁年轻人中的

４􀆰 ０１％。 而到 ５０ 年后的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 年， 美国总人口达到 １５０６９􀆰 ７ 万， 大学生的数量已上升到 ２６５９０２４

名， 即上升到年轻人中的 １９􀆰 ２７％。 研究生的数量以更大的规模增长， 它由 １８９０ 年的 ２３８２ 人增长到

１９５０ 年的 ２３７２０８ 人， 即增长了大约 １００ 倍。” ［９］这表明， 当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 纳粹政权在德国的大学

里疯狂贯彻文化清洗政策时， 美国的高校正在经历着一场从精英型教育向普及型教育的过渡。 “到 １９３０

年， 美国已拥有 ２４６ 所各类正规高校， 以及总计为 ２７０００ 名授课者组成的教师队伍， 其中 １２０００ 名是教

授。” 逃亡美国的学者中， 包括 ３００ 多名哲学家、 政治学家、 社会学家、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在美国

学术界最早开始了一场对纳粹暴政以及德意志历史的深刻反思， 使得这场逃亡变成了整体性的文化

转移。［１０］

（三） 美国更吸引犹太精英群体的原因

如前文所述， 逃亡美国的犹太人群体包括精英群体在世界范围来看数量最多， 美国的文化对知识

分子群体也更为友善。 在总体人数上， 上海的约 ３ 万犹太难民则大约只有美国犹太难民的四分之一。 而

在精英人数占比上， 也无法与迁移美国的犹太精英数量媲美。 移民上海的犹太人大部分还是以平民阶

层为主。 这也是由流亡时机、 自身知识与技能水平、 社会关系、 经济条件等众多因素共同决定的。

首先， 从文化及语言差异的角度， 作为母语是德语的犹太人， 精英阶层掌握英语或法语不足为奇。

若他精通英语， 自然会想要流入英语环境的国家， 如若他的法语更流利， 则会偏好法语空间。 即使不

会外语， 还有瑞士等国家可以选择。 通常精英阶层的人脉资源更为多元、 优越， 在对流亡国家的选择

上相较平民来说更为自由。 那么， 这类人士必然会优先选择地缘上更为接近的欧洲大陆， 或者语言文

化更有共同点的美国， 而不是选择陷于战乱又有着文化隔阂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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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从工作机会来看， 德国在 １９３３ 年以前已经是世界科学和文化中心， 良好的国内发展环境使

得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从未想过移居海外。 如若不是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政府反犹运动的客观逼迫， 纳

粹统治区的犹太人， 尤其是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犹太精英群体不会放弃国内的优渥生活而逃亡海外。

即使是被迫流亡， 精英阶层也必然会考虑未来的职业发展， 尽管美国的高校体系、 日常习俗和德国不

尽相同， 英语也是德国人的第二语言， 流亡者在美国仍有些许希望可以找到体面且收入不薄的工作。

反观中国上海， 犹太难民普遍不晓汉语， 在当时文盲率极高、 英语根本不普及的中国， 想要从事专业

技能工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综合考虑之下， 有能力、 有条件的犹太精英阶层自然首选美国， 只有少

部分被迫来到上海避难。

最后， 从历史背景来看，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 正是战火纷飞、 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 在国

内刚刚经历纳粹排挤、 清剿的犹太族群， 尤其是社会阶层较高的知识分子群体， 是断然不会想主动逃

往另外一个战区。 事实上， 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主要以从事一些体力劳动的平民阶层为主， 例如在中

国商人开的工厂、 商店打工， 做手工补贴家用等。

（四） 流亡美国和流亡上海的犹太人本土化程度比较

从本土化的角度来看， 对于绝大多数有着普遍的集体心理的德国流亡精英群体来说， 以实用主义、

功利主义著称的美国文化并不是他们所接受的， 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对德国社会 “美国化” 的厌恶，

使得这个群体虽然不少是民主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 但他们并没有在思想上完全接受美国， 而是带

着矛盾的心理来对待自己的新居住地。

但另一方面， 美国正在扩张的高校体制， 给犹太精英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 纽约当时有一所成人

高等学院， 叫 “社会研究新学院”， 为犹太人提供了一些长期工作岗位。 美国科学界的一些领导人也通

过报刊表示政治同情， 营造了一种积极的气氛， 唤起了大量完全是非官方的援助意愿。 一些美国大学，

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甚至是仿照德国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流亡的犹太知识精英开始看到在

美国长期发展的潜力和可能性， 而美国精英阶层也开始意识到犹太知识分子对美国的科学文化发展能

产生的积极促进作用。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群体在二战结束后全部迁离， 可见， 他们基本上是将上海

作为一个战时的临时栖息地和中转站。 差异极大的中西方文化和生活环境， 局限性较强的职业选择，

中国政府战后的遣返态度， 使得上海毫无疑问不会成为犹太人群体定居的主要考虑对象。

四、 流亡上海的犹太知识分子战后去向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二战结束， 战败国日本投降后， 中国军队接管了在残酷战争中解放了的上海， 在上海

的犹太人开始陆续坐船离开， 他们中的大部分前往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以色列定居， 也有部分

人去了南非和拉美国家。［６］（２３３）

犹太难民离开上海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首先，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始终存在， 习惯了西方生活方式的

犹太民族若有机会， 仍然更倾向于在西方生活与发展； 其次， 即使大背景下的抗日战争及欧洲战事业

已结束， 但中国国内仍面临内战风险， 饱经摧残的犹太难民彻底厌倦与反感战争， 必然向往和平的生

存环境与生活空间； 此外， 他们大部分都有一些亲友和家属没有逃离欧洲， 或者逃到了世界其他地方，

在战时与他们失去了联系， 因此在战争结束的时候， 他们必然急于探寻亲人的下落或者忙着与亲人们

团聚；［６］（２３３）最后， 抗日战争结束后， 出于包括安全在内的多种因素考虑， 中国政府并不允许外国人继

续在上海逗留。 当时的国民政府规定， 德国、 奥地利籍的侨民， 包括犹太人原则上应该遣送回国，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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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规定令德奥籍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度过了多年流亡生活的上海。 只不过在经历过大屠杀、 集中营和

毒气室等纳粹种族主义暴行之后，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愿返回自己的祖国。

犹太人离开上海也决非易事。 当时美国、 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地有移民配额， 规定移民地必须有亲属

等限制。 在以色列建国前， 巴勒斯坦等地仍在英国的统治下， 限制犹太人入境。 即使后期以色列建国，

移民人数也是有一定限制的。 于是不少犹太人开始想办法通过各种途径， 包括亲友帮助及国际援助机

构， 移居去北美、 南美、 澳大利亚等地。 有犹太难民回忆称， 其家庭在二战后移民澳大利亚就几经波

折。 当时澳大利亚规定， 移民必须要有亲属在澳洲， 而且要在银行存款 １００ 英镑， 这相当于当时的一年

工资。 这名犹太难民有个叔叔在 １９３３ 年移民去了悉尼， 他叔叔于是在银行存了 １００ 英镑， 把他爷爷先

接了过去， 之后又将这 １００ 英镑取出， 重新储蓄， 再接走他的奶奶。 然后再取出这笔钱重新存进银行以

接收他们家其他成员。 就这样反复操作， 靠着这 １００ 英镑， 把他在上海流亡的一家共 １８ 口人， 都成功

带入了澳大利亚。 有亲友在西方国家的犹太人是幸运的， 也是最早离开上海的那一批。 而部分没有移

民名额的人则暂时继续留在了上海。 １９４８ 年以色列共和国正式成立后， 在以色列特派到上海的领事摩

西·尤瓦尔的鼓励下， 不少犹太人申请去以色列定居。

赛法迪犹太富商们从 １９４８ 年开始撤离， 失去了犹太资本的支持， 犹太总会、 犹太学堂、 犹太医院

和养老院等逐渐进入停摆状态。 俄罗斯籍犹太人由于没有苏联国籍， 且已经在上海落地生根， 发展良

好， 一般都倾向于继续留在上海。 不过由于二战后苏联的国际地位提升， 苏联又大力鼓励俄罗斯侨民

申请苏联国籍， 所以大约有 ６０％的苏联侨胞加入了苏联国籍。 同时， 国民政府与苏联关系开始紧张后，

大批刚刚加入苏联国籍的犹太侨民不得不离开上海， 启程北上回到苏联。

据统计，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期， 旅居上海的犹太人继续陆续离开上海， 其中约 ５７００ 人在 １９５０ 年到

１９５４ 年间前往以色列定居。 据不完全统计， １９４６ 年离开上海的犹太人约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人， １９４７ 年约为

８０００—９０００ 人， １９４８ 年为 ５０００ 人左右， １９４９ 年约为 ５０００—６０００ 人， １９５０ 年是 ２０００ 人左右， １９５１ 年

也在 ２０００ 人上下。 这表明， 在 １９４６ 年至 １９５１ 年， 离沪的犹太人总数为 ２５０００—２８０００ 人， 其中大部分

都是欧洲犹太难民。［６］（２３３）数字显示， １９５３ 年， 上海的犹太人有 ４４０ 人， １９５６ 年为 １２４ 人， １９５８ 年为 ８４

人， １９７６ 年不足 １０ 人。［１０］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几乎已没有外籍犹太人在上海居住， 仅有一名犹太人加

入了中国籍。 上海的犹太会社和犹太会堂， 都随着犹太人的离去而逐一消失。

１９９２ 年， 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交， 以色列和上海的特殊关系与密切联系开始为世人所知。 ２００７ 年，

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代表以色列 ２６ 个公司， 向上海市虹口区的社区项目捐款 ６６ 万元， 借以感谢二战

时期上海劳动人民为犹太民族提供避风港的情谊。 ２０１５ 年， ７６ 年前曾作为犹太难民聚会地之一的上海

市虹口区白马咖啡馆和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在翻新后重新对公众开放， 用以铭记这一段历史。

五、 结 　 　 语

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纳粹德国开始的对犹太人， 包括对知识分子的反犹、 排犹政策及行动， 使得成千

上万的犹太人沦为难民，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逐渐流亡到世界各地。 从比例和人数上来说， 绝大多数有

条件逃亡的犹太人选择了文化更为接近的美国， 他们多数将美国当作可以考虑永久居住的新国度。 其

他人选择继续留在欧洲大陆和去往其他国家。

由于特殊的历史及政治背景， 有约 ３ 万犹太人在无须入境签证的情况下逃亡到上海。 他们以平民阶

层为主， 也有少量商人、 高学历的知识精英和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 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主要集中居

住在虹口区， 并逐渐融入当地生活。 但与美国相比， 当时的美国因为正在不断扩张的高校体制，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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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犹太群体更有认同感的文化背景， 成功留下了大批知识分子， 这对美国的科学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 而战争背景下的上海难以提供给精英人士合适的工作。 文化背景的差别和语言的差异也

使得犹太难民群体更多地将上海作为临时的避难所， 并在二战结束后逐渐迁离上海， 主要定居于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及以色列。 综上， 因流亡地 “零门槛” 吸纳难民、 政治局势相对动荡且存在文化与语

言隔阂， 二战前与二战期间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总体呈现出流亡人数相对较少、 精英比例不高、 本土

化程度低、 战后定居意愿弱的特点。

“历史是一种记忆。 当代人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 其本质是讨论我们对这场结束于 ７０ 年前的

世界大战的记忆内容及其方式。” ［１１］笔者论述与解读二战期间相对被人遗忘的关于一个空间和一个群体

的一段历史， 本质上也是希望为人们的二战历史记忆增添一个维度， 引发一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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